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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涉外经济领域的

主要思想和政策主张

□李 文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基于摆脱旧中国半殖民地地位、实现中华

民族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在涉外经济领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政策主张，包括收回帝国主义经济特权，

改革海关制度，正确对待在华外资企业，统制对外贸易，反封锁、反禁运，暂时不动香港、澳门，等等。这些思想、

主张和重要举措，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对应对复杂国际局势、实现主权独立、推动国内经济恢复、在

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开展工业化建设，以及配合和落实当时的外交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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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3 月，毛泽东宣布不承认国民党时期
一切卖国条约，提出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

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各大城市解放后，立
即取消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政治经济特权，

收回长期由帝国主义管理的海关，实行统制对外

贸易和关税完全自主，收回外国凭借不平等条约

侵占的农田、兵营和练兵场、跑马场等。同时，宣
布保护外国侨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这一切，无
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摆脱旧中国半殖民地地位、
实现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强烈愿望和鲜明立场。
本文择其要做一梳理，以期增进对新中国经济史

和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史的系统认识。

一、改造旧海关，收回帝国主义经
济特权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适应国际形势的变

化，对不同的国家区别对待，按照轻重缓急，有步

骤地清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各种经济特权。这
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改革海关制度。早在新中国
成立之前，周恩来就曾明确指出: “新中国必须把
被帝国主义把持的旧海关加以彻底改造，使它成

为为新中国建设事业服务的人民海关”。［1］P280

改造旧海关的工作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直接负责。财政经济委员会于 1949 年 9 月 23 日
至 10 月 16 日召开全国海关工作座谈会，研究拟
订新中国海关的工作方针、职责任务、领导体制和
业务行政工作等问题。陈云在会上提出四项要
求，一是进行根本性大变革，将百年来帝国主义所

把持的海关，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完全自主的、有
利于新民主主义国计民生的海关; 二是人民政府

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愿与各国政府及人民恢复

和发展通商关系;三是海关管理要逐渐走向统一;

四是海关的新老干部必须团结。［2］P24

1949 年 10 月 25 日，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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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成立。12 月 30 日，《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
试行组织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经政务院第十
三次政务会议批准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了海关
总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行政机关，统一掌

管全国一切海关事宜。1950 年 3 月 7 日，政务院
在成立 3 个月后颁布了第一个指导全国海关工作
的方针政策性文件《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
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规定了人民海
关的组织形式、工作方针和主要任务，明确指出:
“由于中国人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不平等
与不自主的状态，收回了中国在关税政策方面的

独立权及管理海关事业的自主权。……在目前条
件下，国家海关工作与国家对外贸易工作上所进

行的监督与某种管制，在恢复与发展我国人民经

济中，应起重要的作用。海关税则，必需保护国家
生产，必需保护国内生产品与外国商品的竞

争。”［3］P243、331《决定》还就制定海关税则提出了六
项原则。195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暂行实施条例》先后公布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部海关基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
口关税税则》及其《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暂
行实施条例》则统一了关税政策，贯彻了统制对外
贸易的基本精神。
据首任海关总署署长孔原回忆，海关改造过

程中，周恩来曾分别就海关设立的原则和旧海关

人员的利用问题作出指示。周恩来说，人民政府
如果单从制度上对旧海关实行改革，还不能实现

彻底改造旧海关、建设人民新海关的根本目的;必
须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对旧海关人员进
行教育，帮助他们改造思想，才能圆满地争取他们

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有用人才。［4］这件事的处理，对
顺利推进海关改造工作关系重大，也是周恩来坚

持实事求是、原则性灵活性相统一的思想方法和
工作方法的集中体现。

1950 年 4 月 29 日，刘少奇在全国政协庆祝五
一干部大会上指出:“新中国的海关政策与对外贸
易政策已经成为保护新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工

具。这就是说，我们已把中国大门的钥匙放在自
己的袋子里，而不是如过去一样放在帝国主义及

其走狗的袋子里。……这就扫除了一百年来使中
国工业不能发展的一个最大的障碍。”［5］P13

此前，1950 年 4 月，交通部颁布《关于外籍轮
船进出口管理暂行办法》《进出口船舶船员旅客行
李检查暂行通则》等规章。同年 7 月，政务院财政

经济委员会发布《关于统一航务港务管理的指
示》，丧失了 100 多年的中国领水主权也全部
恢复。

二、处理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财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拒不承认

国民党政府为打内战而向美国政府借的“美援”;
对依靠借款修筑的铁路收归国有; 收回帝国主义

国家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非法霸占的农田、兵
营、跑马场和其他地产。1950 年 1 月至 9 月，外国
在中国大陆军事特权被全部取消。随着中国教
会、文化教育机关和团体收归中国人民自办，人民
政府逐步收回了教会、文化教育机关和团体的房
地产。此外，人民政府根据不承认外国人有土地
所有权的原则，逐步地处理了外国占有的其他房

地产，到 1952 年在中国大陆的外资企业和外国人
占有的房地产基本上处理完毕。
与苏联方面，根据 1950 年 2 月签订的《中苏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等的规
定，苏联同意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分别于 1952 年
底将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移交中国政

府，1955 年 5 月从旅顺口撤走苏联军队，1951 年
初将大连的行政管理权完全移交中国。
对外资企业的处理则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

程。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华外资企业有
1333 家，职工总人数为 12． 6 万人，资产达到 12． 3
亿元，其中英美两国的企业占绝大多数。［6］P29新中
国在处理在华外资企业时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

针，如对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直接利用
外资的政策，对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采取一
律没收的政策，而对于其他国家在华外资企业，起

初只是取消其一切经济特权，并通过法令手段进

行管理和监督。据此，中央人民政府在政务院财
经委员会设立中央外资企业局，对在华外资企业

采取监督、管理和利用的政策。
1950 年 3 月，中共中央针对国内有些人对中
苏两国合资兴办企业一事不理解现象，曾经下发

过一个旨在消除群众波动的指示。［7］随后 4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直接利用外资的政策
作出详尽解释，社论指出: “在这样的青黄不接的
困难时期，吸收外国资本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参

加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就有了它的重要性。”社
论列举了苏俄当年吸引外资经营企业的经验，分

析了中苏经济合作中的平等互利关系。［8］在这样
的政策之下，在华外资企业得到了相当大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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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
1950 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使新中国与西方国家
间的关系发生逆转，利用西方国家在华外资企业

的政策被迫作出调整。面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新中国日趋严厉的封锁禁运，1950 年 11 月 5
日，外交部要求对资本主义国家在华企业和财产

的处理根据国别和行业的不同分别对待。该年
底，美国宣布冻结中国在美一切资产，禁止一切在

美注册船只开往中国; 中方也立即以宣布管制美

国在华企业的一切财产、冻结美在华公私存款等
作为反击。1951 年初，中共中央在军管在华美资
企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征用、代管、征购和管制
等行政手段的处理方式，对少数在政治上经济上

无大妨碍的美国企业，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可
以保留一些。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对英国、法
国在华资产和企业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在此背
景下，剩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在华外资企业处境

也日益艰难。中方多次声明了中国政府一贯尊重
外国在华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和自主经营权的严正

立场，同时也正确指出，外资企业在中国所遇到的

困难，是美英等国封锁禁运造成的。到 1953 年
初，在华的西方外资企业已经所剩无几。
需要指出的是，自此以后的中美对抗，必然造

成中国“一边倒”政策的强化。1951 年，陈云谈
到:“中国和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国家的经济合
作，……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建设，有效地反对了美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封锁。”［9］P104这一时期，新
中国在积极发展与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的经济合

作关系的同时，把吸收西方国家资金的重心放在

积极争取华侨回国投资方面。1951 年成立华侨投
资辅导委员会，并在广东、福建、北京、天津、汉口
等地设了 7 个投资公司以吸引侨资。1952 年，中
财委又召开华侨投资问题会议，专门研究怎样改

进吸引侨资的工作;并决定加强领导，以兴办投资

公司为宜。该年 6 月，中共中央批转统战部《关于
国内侨务工作的方针任务及若干政策问题的意

见》，其中规定辅导华侨投资的方针为: 采用合作
经营或公私合营的形式，并可允许个别的私资经

营，主动引导他们有计划地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

企业。［10］P402

1953 年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在
实践中，探索出了以“转让”为主的挤压方式，运用
合理、合法的经济手段实现了对在华外资企业的
改造，最终将其转化为国营企业，成为社会主义经

济的有机组成部分。1955 年，中国与苏联合作经
营的公司也全部移交给了中方，其中苏方股份的

价值由中方以供应苏联通常出口货物的办法在数

年之内偿还。这样，到 1956 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
本完成时，在华外资企业基本清理完毕。［11］

三、“内外交流”与统制对外贸易

( 一) 新中国对外贸易的基本主张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建立新中国以前就多次

声明，新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并不只是发展与苏

联东欧国家的贸易关系，而是发展与一切国家的
贸易关系。“内外交流”是中国共产党“四面八
方”政策设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共同纲领》规
定的一项基本国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首
次出访苏联期间，一再提示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注
意从全局的观点出发，统筹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

内的各国贸易关系。即便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
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达数十年的封锁

禁运，新中国领导人也一直没有放弃千方百计拓

宽外贸渠道、积极争取与西方国家恢复和发展贸
易关系的努力。当然，既然是贸易就要体现互利
互惠的精神，不应是一厢情愿的。面对帝国主义
国家的敌视态度，新中国领导人很早就亮明了独

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自己国家的态度和决心。
1949 年 12 月 22 日，周恩来掷地有声地指出: “国
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还是以国外援助为主?

我们的回答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

……现在同帝国主义国家也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
做买卖，对此我们不拒绝，也不强求。要打破依赖
帝国主义的观念。”［12］P10

中国共产党同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
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

可能的。“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
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13］P1433

所谓对外的统制贸易，不是要闭关锁国，相反，恰

恰是基于现实的国情约束力图将对外贸易的作用

充分发挥出来，将极为有限的外汇用于引进国家

建设急需的各种物资设备，建立起本国的工业体
系，为人民共和国的巩固与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

基础。所以要奖励输出，限制输入。
( 二) 统制对外贸易的主要措施
关于统制对外贸易的具体政策，中央人民政

府贸易部国外贸易司司长林海云 1951 年 11 月 11
日在一个会议上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 保护
政策主要是在对外贸易的管制政策下保护国内工

业生产。在进口方面，凡妨碍国内工业生产的物
品不许进口，过去国民党时代玻璃品是大量输入



第 4 期 李 文 新中国成立初期涉外经济领域的主要思想和政策主张 ·101·

的，现在我们不许此类物品进口，其他民用品进口

数字仅占一小部分，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国内工业，

一方面是为了稳定国内物价。出口方面也是如
此，在保护并发展国内工农业的生产条件下组织

出口，有些积极鼓励出口的免征出口税，有些已经

超过国际市场需要量的为保证出口利润并适当制

止生产量而征收出口税。此外为保护生产，对不
同的销售对象及不同物资也有不同政策。［3］P20 － 21

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国外贸易司是新中国起初主

管对外贸易的政府部门，1952 年撤销中央人民政
府贸易部，分别成立专管国内贸易的商业部和主

管国外贸易的对外贸易部，由对外贸易部对全国

的对外贸易实行集中领导和统一管理。
当时，对进出口各种货物的管理，分别采取了

准许、特许、统销、统购及禁止五类管制办法;对进
出口的管理，则采取了许可证制度。各种准许进
出口或禁止进出口货物的分类，则完全根据国内

生产与消费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在此基础上，配
合以相应的海关和税收管理制度、金融和外汇管
理制度，以及商品的检验检疫制度等。如以上海
为例，早在 1949 年 6 月，华东区对外贸易管理局
就公布了《对外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实行新的进
出口税制。同时颁布私营进出口企业登记管理办
法，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管理外汇，以及实施

保护生产的关税政策和海关货运监管、查禁走私、
对进出口商品的质量进行检查和管理等一系列法

令和规章。上海市军管会贸易处公告通知外国进
出口商进行登记，凡经营进出口业务的本国和外

国商人，都必须申请领取进出口贸易营业执照，经

核准后方可继续经营。人民政府按国计民生需要
规定“准许”和“限制”“禁止”的进出口物资，并规
定不同的税率。凡属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所必需
的生产建设器材物资，均准进口;对国内已能生产

而在数量和质量上还不能满足需要的原材料或设

备，按具体情况适当限制进口或准许部分进口;禁

止一切奢侈品进口;对属国内生产需要的重要、紧
缺的原材料或成品，分别规定不准出口或限制出

口。重要的进出口物资，由国家统购统销。外汇
在国家管理下，由国家银行经营，除国家指定的少

数外商银行外，任何团体、企业和个人不准经营外
汇业务，坚决取缔和严禁各种外币投机活动。上
海商品检验局建立起独立自主的进出口商品检验

管理制度，统一办理对外贸易公证及商品鉴定业

务，并于 1951 年 7 月公告规定中外私营公证行一
律停业，取缔了过去外国公证行对进出口商品衡

量、鉴定、公证的把持。这样，通过执行国家统制

对外贸易的政策，结束了外国资本在上海操纵和

垄断进出口业的历史，保障了民族经济的恢复和

发展，为开创自主的、平等互利的对外贸易奠定了
基础。
( 三) 经营政策和外贸方针的适时调整
在国家统制为主的对外贸易事业中，人民政

府通过接管改造原国民党政府的对外经贸机构和

新成立一批国营专业外贸公司，使得国营企业已

经在整个外贸体系中确立了主导地位。但是鉴于
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的国内外环境，人民政府在
“独立自主，集中统一”的外贸总原则下，采取国家
和私人互相补充、公私兼营的外贸方式，给私商留
下了一定的发展空间。私商尤其在与资本主义国
家开展进出口业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如
此，鉴于一些西方国家继续保持着对华贸易关系，

人民政府还积极引导各地的在华外资贸易企业，

利用其资金和渠道大力开展对外贸易。在华外资
银行成为人民政府批准的外汇指定银行，也在客

观上成为新中国对外贸易汇兑中的桥梁。1950 年
间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达到 27． 6 亿元，
占进出口额的 66． 5%。［14］P704当然这一形势在朝鲜
战争爆发后发生了深刻变化。
实际上，自 1949 年 11 月美国等 14 个资本主

义国家在巴黎成立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封
锁”的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以后，美国就带
头对华采取贸易敌对政策。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
爆发后更是逐月升级，直至该年底全面对华封锁

禁运和冻结外汇。中国政府被迫采取对等措施加
以应对，力求避免和减少经济损失，并对外贸方针

作出调整。1950 年 12 月 29 日，中央人民政府贸
易部部长叶季壮在全国对外贸易管理会议上指

出:“在对外贸易的基本问题，是如何逐步地把半
殖民地的贸易改变为独立自主贸易。我们过去的
出口货，是迎合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而生产的;过

去的进口货，则是迎合资本主义国家对市场要求

的，在来源上又是完全依赖它的。因此，改变的办
法，要从根本上来改变，首先是在可能范围内做到

国内自足自给，同时要改组我们出口的生产品，使

其能满足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之需要，同样的

对于我们的进口品亦要求他们适合我们的要求，

并逐渐做到满足我们的需要。”［3］P3可见，面对美国
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打压，新中国的对外
贸易更加强调独立自主，更加强调“满足苏联及新
民主主义国家之需要”。到 1951 年 1 月，叶季壮
讲得就更明确了:“首先要做到‘扩大内销’，进一
步要扩大与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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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国家，按照彼此需要，酌量改造生产，使生

产逐渐适合于和平民主阵营国家的需要，以达到

民主阵营能完全自给自足的目标。这是最基本的
对外贸易方针”［3］P890。在这一背景下，新中国以苏
联和东欧国家为对象的对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

以中苏贸易为例，1950 年中国与苏联的贸易在中
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仅为 26%，1951 年上升
到 61%，1953 年更上升到 70%。［3］P235与此同时，新
中国大力发展同亚非国家、地区的贸易关系，从
1951 年起，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亚非国家所占
的比重已超过了西方国家。
即便如此，如前所述，新中国也一直没有放弃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关系的努力。1952
年至 1954 年，新中国通过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和
日内瓦外长会议两次重大的国际活动，在对西方
国家的贸易关系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朝鲜
停战后，周恩来在接见外国代表团来访时反复强

调发展双边贸易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新中国
还注意积极发挥私商的作用，组建了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会，大力拓展民间贸易。至 1952 年底，与
中国签订贸易协定、协议合同的有英国、日本、法
国、智利、联邦德国等 13 个国家，总值达 2 亿美元
以上。1955 年，中国对西欧国家的贸易额比 1952
年增长了 3 倍，其中对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士
的贸易额增长幅度尤为显著。［15］与这样的形势发
展相适应，新中国在对外贸易发展方针的表述上

也有了新的变化。1952 年 7 月 12 日，叶季壮表
示:我们总的方针是在服从将要到来的大规模的

长期经济建设的要求下发展对外贸易。“对苏联
与新民主主义国家贸易是在国际主义精神下，互
相帮助，互相满足要求的。我们的主要物资，必须
首先满足苏联的要求，其次是满足新民主主义国

家的要求。对资本主义国家，则是斗争和争取并
进，以突破封锁禁运开展贸易。这样做，在经济
上、政治上都是有利的。”［3］P5

四、暂时不动香港、澳门的战略决策

新中国反封锁反禁运能够获得成功，还由于

手里握着香港这张牌。
香港和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鸦片

战争后分别受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对于这
一历史遗留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急于解决，

而是采取了坚持主权、暂时不动和“长期打算，充
分利用”的方针，充分发挥香港、澳门的“桥梁”和
“窗口”作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一

抉择可能是受了抗日战争期间香港发挥的独特作

用的启发，因而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之前

就是明确了的。1949 年 2 月毛泽东在同米高扬谈
话时就讲道:不必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恐怕
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

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16］P380这也当
然遂了英国的愿望，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

资本主义国家，香港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

也为新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圈中打入了一个楔

子。新中国成立后，香港与内地的双边贸易额显
著增长。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对华实施的封锁禁运日益升级，香港的转口贸

易地位愈加凸显，通过香港，内地不仅得到了部分

工业设备、紧缺物资和战略物资，而且得到了大量
急需的外汇。
对新中国成立后暂时不动香港、澳门的战略

决策，周恩来有一个详尽的阐释。1951 年春，周恩
来在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谈话时指出:

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

来衡量、来作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以前已决
定不去解放香港，从长期的全球战略讲，不是软

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
1954 年 8 月，周恩来又指出: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
我们要收回的，但收回主权要等待时机，时机不成

熟，“我们不要去谈”［17］P82 － 83。后来他又几次讲
道:“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
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保持和扩
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18］P353 － 3551960 年，中共
中央在总结过去十年对港澳工作的基础上明确提

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
国内有学者指出: “从 50 年代初直到 60 年

代，我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政策是明确和一贯的，

其中包括如下基本要点: 第一，在条件未成熟时，

维持原状不变，不急于收回香港; 第二，香港不同

于大陆，要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第

三，充分利用香港，作为我国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

的基地，使其起到‘窗口’、‘桥梁’作用，吸引外
资，争取外汇;第四，要与香港长期合作，维护香港

稳定，团结广大港人。事实已经证明，这一明智的
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

以上就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涉外经济领域思

想和实践的一个简单总结，从中不难看出，坚持原

则而又不失灵活，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初期

处理对外经济关系的一条宝贵经验和一个重要特

色。周恩来曾评价毛泽东“是最能坚持原则又最
能灵活运用的领袖”［20］P334，从新中国初期涉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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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领域的思想和实践来看，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

一已经是全党工作方式的一大特色。确实，原则
性是由事业的方向、目标决定的，灵活性是由事业
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曲折性决定的，只有将二者有

机结合，才能确保原则性要求得以有效贯彻，使大

目标得以实现。我们党对许多重大问题的处理，
都十分有效地把握了这一点。［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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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Thoughts and Policy Propositions of the New China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Economy in Its Early Days

LI Wen
(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9，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new China，the central leadership collective，with comrade Mao Zedong as the
core，based on the basic position of breaking away from China’s semi － colony status and realizing the independ-
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put forward a series of important thoughts and policies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econo-
my，including withdrawing imperialists’economic privilege，reforming the customs system，correctly treating the
foreign enterprises in China，controlling the foreign trade，fighting against the blockade and embargo，temporarily
keeping the status quo of Hong Kong and Macao，and so forth． These ideas，propositions and measures embodied
the unity of principle and flexibility，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responding to the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realizing the independence of sovereignty，promoting the recovery of domestic economy，carrying out the
industrialization construction under the lagging economic conditions，and cooperating with and carrying through
the diplomacy policies of that period．
Key words: new China; foreign economy; foreign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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